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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社会规范这一角度而言，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个“礼”的

社会，这并非空泛之论。就社会人群总体来说，社会规范可以

说有两种核心形式和表述方式，对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，

以“礼”为体现；对下层或民间社会而言，则是以“俗”为其最突

出特征。尽管今天我们可以将“礼”和“俗”并称，但在古代（尤

其是明清以前），无论哪一个社会群体，对“礼”和“俗”的表述

都是泾渭分明的“：礼”是贵族和知识阶层的“专利”“，而“俗”

却是标识下层民众和民间文化的符号。尤其在早期社会，

“礼”和“俗”是不相混淆的，比如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的

著名说法就典型表明了这种文化区分，有资格实行“礼”的，是

“大人”“、君子”；而“小民”“、愚民”们，则只有从“俗”的资格。

从下面一段关于“礼”的表述中，可以看出这种倾向：

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。教训正俗，非礼不备。分争辩

讼，非礼不决。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非礼不定。宦学事

师，非礼不亲。班朝治军，莅宜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。祷

祠祭祀，供给鬼神，非礼不诚不庄。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

让以明礼。

由此可见“，礼”和“俗”的差别之处在于“，礼”是一种体现

一 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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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道德的“规范”或“规则”，它是人为制作出来的，每个人都

应当极力追求之物，我们常说的“无礼”即是这一含义；但“俗”

却被认为是一种“自然形成”的生活方式，所以在知识分子和

上层阶层那里看来“，俗”又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“美俗（”或

善俗），其内核和“礼”相近；另一种却是“恶俗”，这是应该被

“改”掉或“革”除的，所以就有了“移风易俗”的说法。

不过，随着社会之发展和贵族文化的“民间化”过程“，礼”

和“俗”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在缩小，因此也逐渐出现了“礼俗”

的说法。但是请注意，这里的“俗”和今天我们说的“俗”当然

也还有差别，它基本上可以等同于“礼仪性”较强的那一部分

“民俗”。实际上“，礼俗”和在本书中我们要述及的“礼仪”是

可以等同的，只不过，在上层和知识分子群体那里，偏重于

“礼”，而在下层民众那里则偏重于“俗”罢了，但其核心是“礼

仪”则基本无可置疑。

那么，接下来和本书相关的问题是，既然“婚姻，人生之大

事焉”，婚姻礼仪在这样一个“礼俗”社会中占据什么样的位

置？人们又怎样用“礼仪”来包装、操纵这件人生大事？还是

让我们来看一段传统社会中有关婚姻和礼仪之间关系的一段

著名论述：

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；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；有男女，

然后有夫妇；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；有君臣，

然后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后礼仪有所错（。着重号为笔者

所加）

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正是“礼仪”规定（“错”）了

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：男女、夫妇、父子、君臣等等。而在

其中“夫妇”之间的礼仪是首要的，虽然“夫妇之义”和“父子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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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君臣”等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，但后来者却是由前者推衍而

来的。因此我们在考虑婚姻礼仪时，必须将“夫妇”之义和社

会政治、伦理道德、社会秩序等联系在一起，唯其如此，才能构

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。由此出发，婚姻“礼仪”

又不仅仅是一个“礼”的问题，它不仅仅是一套社会规范，更与

“礼”背后掩蔽的东西相关。因此描述、探究传统社会的婚姻

礼仪，就必须涉及到两个方面：制度与秩序观念。

首先我们要谈到“制度”。在社会规范的意义上，我们甚

至可以将“制度”视为“礼”在更高、更宽广的层次上的衍化物，

婚姻制度实际上是由众多的礼仪程序组合而成的一种“大礼

仪”。可是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婚姻礼仪和制度真的像上文

中所表明的那样，是社会生活、文化中的核心吗？仅从历史观

之，我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否决掉这种成说：在一部“帝王

家谱（”鲁迅语）中，我们很少见到不是为了其它社会目的而发

生的婚姻。婚姻的悲剧性体现在，婚姻礼仪成为社会政治和

伦理的工具，在强调婚姻礼仪的“正确性”和“正统性”的面幕

下，是“政治”和“伦理”的功利目的。从社会实践的层面来讲，

冠冕堂皇的婚姻礼仪，事实上不过是“邪恶政治”的遮羞布，其

实“，伦理”又何尝不是帝王政治的遮羞布。

出于一善之念的说法不能掩盖住婚姻礼仪的虚伪本相，

就像佛经中经常讲述的罗刹女一样。我们将会看到，传统社

会中的婚姻礼仪是以“政治”为主人而将自己摆在“仆人”的位

置上的。举一个简单例子来看，为什么越是“上层”的人物，比

起下层的人们来，会更注重婚姻礼仪的正统性和铺张排场？

财力和炫耀当然是两个重要因素，但这还不够，我们还应该谈

到婚姻及其礼仪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的角色，无数的政治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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姻就毫不留情地表明了这一残酷事实。正因如此，因为贵族、

文人从这种婚姻中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感，才会出现在正式婚

姻之外寻求补充途径，从而，相应的礼仪也应运而生。

但是，如果我们仅仅谈论婚姻及其礼仪与政治之间的关

系而看不到婚姻礼仪的其它方面，那无疑是一大失误。这即在

“制度”之外引出第二个话题，即婚姻礼仪在体现、塑造中国传

统观念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。毕竟，婚姻礼仪的主体是“人”

而非其他。在总体范畴上而言，婚姻礼仪属于“礼”这一秩序的

世界，在传统社会中“礼”是宇宙秩序、世界秩序和社会秩序能

够保持和谐一致的中介和手段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婚姻礼仪

既有可操作的“程序”的一面，又有精神层面的“观念”的一面。

而由于上面提及的婚姻礼仪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

角色（尽管如今我们已对它是否是一种“核心”角色发生了怀

疑），它在传统观念世界中的作用就更值得重视。

正是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，本书在集中关注婚姻礼

仪的同时，必然要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和观念体

系，它们是理解婚姻礼仪的情境和框架，这就像一块红布，既

可以用来做衣服，也可以用来蒙东西，还可以盖在新娘子头上

变成一件仪式性物品，单独拿出一块红布来，除了“红色”和

“布”以外，我们没法判断它的当前用途，只有把它和婚姻联系

起来时，我们才可以说它是一块“红盖头”。婚姻礼仪、婚姻制

度、观念体系之间即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。

注释：

《礼记》卷之一《曲礼上第一》。

②《易卦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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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始作俑者为谁？

对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推测

时至今日，大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婚姻史的学者们仍然在

进行着 世纪西方民族学家和中国先秦时代以前的思想家

们就已经开始的工作，即如何“确知”古代的婚姻形式。本书

的写作目的与此略有不同，但为了能够更好地表明本书的观

点，更好地展开下面的叙述，先来介绍一下上述研究者们对古

代婚姻形式所作的推测，但要声明的是，笔者无意否认这些研

究者做出的巨大成绩，称之为“想象”绝不意味着认为这些观

点就是“无稽之谈”（因为研究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

想象形式，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想象的动物），恰恰相反，如果没

有这些努力的话，后来人当然也绝不可能前进。只不过双方

遵循的学理有所不同罢了，这也正是双方能够互补的前提。

原始群婚阶段

中国学者研究上古时代的婚姻制度时，基本受到马克思、

恩格斯以及作为他们的理论之重要来源的摩尔根。马克思在

二　　　　传统婚姻礼制的创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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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《摩尔根＜古代社会＞一书摘要》中说“：最古是过着群团的

生活，实行杂乱的性交。”学者一般都认为，因为此时人类刚刚

从动物界脱离出来，生产力非常之低下，其生活资料亦仅仅能

够维持住生命之生存。两性关系亦带有刚从猿类脱胎出来的

习惯，以小群体方式生活，无所谓婚姻家庭，过着“毫无限制的

性交关系”，处于杂乱无序的群婚状态之中。恩格斯说：

摩尔根在这样追溯家庭的历史时，同他的大多数同

行一致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

态，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，因此，每个

女子属于每个男子，同样，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。

因此，这种最原始的生活是“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

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时期。”

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的话，就会发现，中国古代典籍中的

某些记载也 本经 中能从类似的角度进行理解，如《淮南子

就说：

男女群居杂处二无别。

汤问》中亦《列子 说：

男女杂游，不媒不聘。

“游”即两性之间的自由结合“；媒”指的是婚姻的正式中

介人角色，而“聘”则指两性结合所经过的正式社会程序。根

据类似的表述，学者于是推测说：在原始群的早期阶段，不仅

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，而且上下辈之间的婚配也是毫无限制

的，因而，群体内的兄弟姐妹、父母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也是

无法避免的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的确不是为了人类的那一点可

怜的虚荣心和羞耻感的话，我们的确很怀疑这种推测之根据

究竟来自何处。但在此我们不能详论（将在下文中详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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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），只是要简短地指出，这种表述反映了所谓的“文明人”对

他们之前的社会秩序的一种想象。正像《吕氏春秋》中所想象

的那样：

昔太古尝无君矣。其民聚生群处，知母不知父，无亲

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，无上下长幼之道。

君臣篇》中亦推测说：《管子

古者未有夫妻匹配之道。

血缘婚

血缘婚是人类婚姻史上第二种婚姻制度类型，或者又可

以称为“班辈婚”“、兄妹婚”“、等级婚”等。血缘婚被认为是群

婚的低级阶段，也是当时人类社会的组织基础。正像恩格斯

所说的那样：

在这里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：在家庭范围

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，都互为夫妻；他们的子女，即父

亲和母亲，也是如此；同样，后者的子女，构成第三个共同

夫妻圈子。

这样一来，由于排除了不同辈分之间的性关系，而实行同

一辈分之间的婚配，人类的婚姻制度又向前跨越了一步，从而

结束了人类长期以来实行的杂乱性交关系。关于血缘婚的证

据，研究婚姻史的学者，找到许多“现代”的证据，并称这些证

据为上古婚姻史的“活化石”。在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典型例子

就是关于伏羲和女娲的神话，伏羲和女娲本是兄妹两个，由于

特殊的原因，人类遭到灭顶之灾；为了延续人类种族，伏羲女

娲不得不相互婚配，这才传下了汉族人种。这一神话早在唐

朝的《独异志》中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文本。少数民族神话中

也有类似的神话存在，其结构、母题都和汉族的伏羲、女娲神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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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基本完全一致。如苗族流传的盘瓠神话等。这在下文中还

会有所涉及。

族外婚

研究中国婚姻制度的学者根据考古学等资料推论，中国

境内的原始群开始进入氏族公社阶段，也即进入到母系氏族

时期，作为其标志，族外婚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。关于这一阶

段的特征，恩格斯指出：

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与其下的社

会制度，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：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

的制约，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。劳动愈不

发展，劳动产品的数量、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，社会

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。

根据恩格斯的有关论述，能够构想出氏族社会的基本社

会生活情况。氏族男女成员的身份是平等的，他们拥有共同

的财产，共同劳动，所获得的劳动成果本身也在氏族成员之间

进行平均分配。男子主要负责外出狩猎、捕鱼以及防御猛兽

等消耗体力较大的劳动；而女子则主要负责采集可食植物、做

饭、加工皮毛、缝制衣服、养老抚幼等工作。此外，这一时期也

被视为女性的黄金时期，她们是氏族社会的领导者。

在此期间，氏族禁止实行族内通婚称为一条律条，必须到

其它氏族或部落寻求女子，同时也把自己本族的女子嫁给别

的氏族或部落。但在部落或氏族之间，实行的仍然是同辈婚，

不同辈分之间亦禁止通婚。关于这种关系，中国研究者的观

点亦受到恩格斯的相当影响，恩格斯说：

自一切兄弟和姐妹间，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

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，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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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换言之，即组成一个确定的、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

缘亲属集团；从这时起，这种集团就由于其它共同的社会

制度和宗教制度而日益巩固起来，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

其它氏族区别开来了。

在中国古代典籍中，有许多关于上古圣人的传说，这亦被

解释为外婚制在神话中的“遗留”。古代传说的确显得很奇

异，凡是说到某些特殊的圣人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只有母亲而没

有父亲，怎样来解释这种类型的传说？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圣

人的名字以及他们那种神异的诞生：

附室感北斗而生黄帝（黄帝的母亲见大电饶北斗枢

星而怀孕，生下了后来称为华夏始祖的黄帝）；

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（炎帝的母亲因感神龙而生下

了炎帝）；

女节感流星而生少昊（其母感大星如虹下降而生下

了少昊帝）；

女枢感瑶光而生颛顼（昌仆感瑶光贯月而生颛顼）；

庆都感赤龙而生伊耆（尧母在三阿以南寄养于伊长

儒之家，无夫而生下尧帝）；

女嬉吞薏而生禹；

简狄行洛吞玄鸟卵而生契（契的母亲简狄在洛水边

上因吃了燕子卵而生下了契）；

姜塬出野见巨人迹而生弃（周朝姬姓祖先姜塬在野

外见到有巨人的脚迹，以自己之脚踩上后怀孕而生下了

弃）；

秦朝嬴氏女祖修因食燕卵而生下大业；

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叼的红果而生下满族始祖布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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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雍顺。

这些圣人的神奇出生（知其母而不知其父）与《吕氏春秋

恃君览》中记载的商贾婚姻情况相去不远，这也因此被认为是

对“族外婚”的一种折射，是族外婚在后世人民的社会记忆中

的一种反映。

对偶婚

族外婚到了一定阶段便为对偶婚所代替，研究者认为，这

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，带来了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完善，从

而根本上促进了婚姻制度的进化。据认为，对偶婚结束了氏

族血缘婚姻的混乱状态。从今人所持有的羞耻感与自尊心观

之，这种婚姻形式才大致获得了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认同，研究

者不约而同地对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大加赞赏，认为它不仅

是人类婚姻史上的一次飞跃，从妇女的角度来讲，也是她们的

一个黄金时代，而从那以后，这种黄金季节再也没有重现过。

同时，这种观点更因为人类的导师之一恩格斯对其大加褒扬

而进一步推广开来。就人类总喜欢为自己辩护这一主观意识

而言，对这种婚姻制度的想象未必不是充满了一种无谓的价

值判断在内。而这种价值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以前的杂

居、群婚、族外婚为参照标准的。以前是不好的，而对偶婚是

好的，当然现在我们的婚姻制度也是好的。

一夫一妻制

这种婚姻形式获得的评价最高，进入一夫一妻婚姻阶段

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婚姻生活的一个巨大进步。其中蕴

涵的一个潜在假设是：只有一夫一妻形式的婚姻才是符合人

类社会之本质的。但同时，基于人类进化的社会思想，研究者

同时也认为，一夫一妻婚制度的确立随之也带来了另一件“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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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”，那就是：妇女的黄金时代业已称为一段永远值得怀念的

历史，它从此只在社会记忆中出现，只以一种社会幻想的方式

来能继续在人类的文化中占据一个毫不起眼的边缘位置；父

权制从此成为统治妇女群体的一件社会工具。恩格斯曾经情

不自禁地对此发出感叹：

母权制的被推翻，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

失败，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，而妻子则被贬低，被奴

役，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，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。

在另一个场合，恩格斯也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关于

男权与女权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相同观点：

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，是同个群体制下

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，而最初的阶级压迫

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。

此外，某些具体的婚姻形态也被今人视为人类社会结出

的一颗邪恶之花，其中，最典型的莫过于研究者们称之为“掠

夺婚”的婚姻形式了。我们可以以此为例来看一下，对上古时

代之婚姻所进行的想象究竟是如何进行的。

研究者对这一种类型的婚姻所发生、流传的时间范围基

本上没有什么异议，认为它是原始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婚姻类

型，甚至说这是一种“婚姻”类型都有些勉强。从为其起的名

称上亦可以得知，这种婚姻主要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掠夺。

中国学者从古籍中的某些记载论证这种婚姻形式，例如，

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“礼”字时说“：礼，娶妇以昏时，故曰昏。”何

以在夜间娶亲呢？其原因就在于，掠夺妇女只有在夜间进行

才容易下手。到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后期，当人们不再进行掠

夺婚时，这种在夜间举行婚礼的习俗依然“遗留”下来。有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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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还推测，《礼 曾子问》中的那段记载，即“孔子曰：嫁女记

之家三夜不熄烛，思相离也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，思嗣亲

也”，实际上也反映了掠夺婚的蛛丝马迹；因为，女家三夜不熄

烛，是因为自己家的女子被别人劫夺；男方家中三日不举乐，

是怕女家前来，为保守秘密起见，故不举 郊烛。此外，《礼记

特牲》中所说的“婚礼不贺”，表明的也许也是此种意思。

研究者经常列举的另一个例子来自于《易经》中的一种记

载，《易经 卦爻辞》中记载：

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，匪寇，婚媾。

一位较早解释这一记载的研究者是近代学术大师梁启

超，他参考西方近代对原始社会婚姻习俗的推测，认为这一记

载可能也反映了上古时期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婚姻习俗，他

怀疑道：难道上古时候人们的娶妻真是和强盗抢东西那样相

差不多吗？他因此说道：

夫寇与婚媾截然二事，何至相混？得无古代婚媾所

取之手段与寇无大异哉！

有的研究者还证以其它材料，如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某

些记载来推断春秋时期及此前的婚姻状况。如，有这样一条

记载：

昔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妹喜女焉。⋯⋯殷辛伐有

苏，有苏人以妲己女焉。

研究者认为，从这一记载来看，尽管事实不一定那么准确

可靠，但“桀、纣时代已有劫夺婚无疑。”并且还证之以唐朝以

世宗纪》的记载后的某些事实，如根据《金史 说，金代在昭宗

时代还以劫夺为婚，从而入主中原地区以后，在很长时间之内

这种习俗也改变不过来，以至于到了世宗时候不得不发布诏



第 13 页

后妃传》中也记载说书下令禁止这种婚姻形式。《新元史 ：元

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地区以前，烈祖抢劫蔑儿乞部的妇女为妻，

后来蔑儿乞部落的人又前来抢劫太祖家的女子为妻。这亦可

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有过劫夺 中国古婚的迹象和证据。

代还有所谓“师婚”，亦被视为劫夺婚的一种变体“。师婚”就

是利用战争手段来获得妻子。据研究者的统计，古代典籍中

关于“师婚”的记载不在少数，能够列举的就有：

周幽王伐有褒氏获姮己；

晋献公伐骊戎获骊姬；

曹操破邺夺袁熙妻配与长子曹丕；

后唐明宗为骑将时争掠平山获王氏女，后来立其为皇后；

元太祖征服亦难察汗，获其妻收归己有；

明宪宗征蛮时俘获纪氏生了孝宗；

清高宗平定回疆时掠得某部落酋长之女香妃并受宠一

时。

同时，在叙述中国古代社会的劫夺婚时，研究者还扩大了

“劫夺婚”的范畴，从而，在严格的民族学意义上，许多不一定

能够归入西方民族学家所谓的“抢婚”之列的婚姻行为亦被归

入了“劫夺婚”的行列。如将依仗势力夺人妻女的行为即被归

入劫夺婚的行列。

先秦时期关于上古婚姻生活的社会想象

描述、研究中国婚姻制度的人总喜欢对它的“起源”进行

一番刨根问底的工作（而且不独中国学者，其它国家的学者也

似乎不能够逃脱这一“圈套”，尤以 世纪到 世纪初期以

前为甚），这似乎已经成了学者研究工作的一项必需的“仪

式”，然后他才能通过这一仪式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正如同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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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题，即“婚礼”一样“，当事人”必须经过“婚礼”这道仪式关

才能成为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形象。这本书是否也必须遵循这

样一种“仪式”？我们必须遵循一种“仪式”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但在具体怎样进行这一仪式，却是另一个问题。我们的确要

追究婚姻制度的“起源”，但我们更乐意研讨这一“仪式”本身。

《白虎通》中说：

古之时，未有三纲六纪，民但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卧之

怯怯，行之吁吁。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，俯察法于地，因

夫妇，正五行，始定人道。

从这段话，和在其它典籍中所能发现的叙述来看，对婚姻

制度之起源的考察并不止是今人的兴趣。尤其对中国这样一

个“历史”的国家来说，将一切事物纳入“历史”的叙事框架一

直是学者们的兴趣之所在。而且，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，对婚

姻制度的起源的解说，和对婚姻制度确立之前的人类婚姻生

活的推测，中国古代学者表现出 世纪以来在“进化和西方

论”思想支配下的学者几乎同出一辙的思路，也就是说，他们

在“过去”和“现在”之间人为地划下了一条分界线。在具体对

我所描述的这条“分界线”进行解释之前，还是让我们来大略

地扫描一下中国古代学者和西方学者对婚姻制度之起源的不

懈“追索”吧。如同屈原在他的《天问》中所描刻的形象一样，

他们也在孜孜不倦地发出类似的疑问“：上古之时，谁传道之？

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”

世纪以来的西方进和 化论思想相似，秦汉以前的中国

知识阶层同样也将中国婚姻制度放在大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背

景下来理解这一制度的起源与特征。如庄子这样推测上古时

期的婚姻生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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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者禽兽多而人少，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，昼拾橡

栗，暮栖木上，故命之曰‘有巢氏之民’。古者民不知衣

服，夏多积薪，冬则炀之，故命之曰‘知生之民’。神农之

世，卧则居居，起则于于，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与麋鹿共

处，耕而食，织而衣，无有相害之心，此至德之隆也。

这与庄子关于社会的思想、哲学观念是一致的。他认为，

这种“原始社会”的人民生活才是真正值得推崇的。因为他们

不知道道德、礼法等后来由“圣人们”强加给他们的东西。正

像他在这篇文章中借助盗 之口对儒家圣人孔子不遗余力地

进行的攻击一样，正是所谓的“圣人”给社会带来了灾难：

然而皇帝不能至其德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流血百

里。尧舜作，立群臣，汤放其主，武王杀纣，自是之后，以

强凌弱，以众暴寡，汤、武以来，皆乱人之徒也。今子修

文、武之道，掌天下之辩，以教后世，缝衣浅带，矫言伪行，

以迷惑天下之主，而欲求富贵焉，盗莫大于子。

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所谓的文、武之道，正义、道德等炫

人耳目的东西只不过都是统治者用来施行统治的幻术罢了，

所谓的圣人、明君、文韬、武略等等之类亦不过是武器与诡诈

的替代性名称。同样，如果从这种观点看来，婚姻制度在“窃

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”的文明社会里也不能逃脱这一“社会

工具”的樊笼，尽管庄子本人并没有作出很明确的表述，但无

论如何，从本质上说，庄子倒是的确抓住了婚姻制度的社会属

性：在所谓的“文明社会”中，婚姻制度绝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之

间的性关系，而是与整个社会制度不能彼此分离的社会制度

之一。而且，对中国社会来说，这一特征就更为明显。从个体

精神上来说，庄子决非一个如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模样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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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食人间烟火，高蹈、逍遥于林泉山水之间的一个清苦、独居

的弃世者，一如庄子本人在他的著名作品《逍遥游》中所描述

的“藐姑射山神人”那样。恰恰相反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，庄

子之本来面目正与此迥然相异，说他愤世疾俗则可，若谓其摈

弃社会则大谬不然，庄子本是一个非常关注甚至可以说是热

爱社会的人，但污浊的社会最终将他推向了否定社会的途径，

并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精神导师（当然，他的思

想在特定的语境中也变成了帝王将相的逃避之辞）。但在此

我并无意凭借片言只语或简而又简的思索就来否定他的思

想，只因为他的思想实在是过于深刻。

韩非子所推测的“原始社会”的婚姻制度状况与庄子相去

不远，但他由此推导出来的社会策略则因为两个人的社会哲

学的差异而显出决然不同的趋向。韩非子描述上古时期人民

的婚姻状况时写道：“民食果蠃蚌蛤，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，

⋯⋯有圣人作，钻燧取火，以化腥臊。”而那时的社会秩序则
，

是“：厚赏不行，重罚不用，而民自治。 同样描绘出了一个

“大同世界”。但基于自己的社会哲学思想，韩非子强调，正因

为社会的秩序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，那么，惟一的策略就

是加强法制，运用严厉的刑罚封杀不轨的行为与想法。

对上古时期婚姻制度的描述，尤以《礼记》中记载最为生

动、详细：

昔者先王未有宫室，冬则居营窟，夏则居罾巢；未有

火化，食草木之食，鸟兽之肉，饮其血，茹其毛；未有麻丝，

衣其羽皮。后圣有作，然后修火之利，范金合土⋯⋯治其

麻丝。

不过，虽然韩非子对原始社会婚姻生活和婚姻制度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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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想象与庄子相去不远，但他在某些方面得出的结论却与庄

子有着天壤之别，如对圣人的看法上，韩非子认为，正是圣人

将处于一片混乱中的人民从无序状态中拯救出来，圣人就是

真正的文化英雄。这当然与其法治哲学思想密不可分。

在其它古代典籍中，类似的记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上

古时代的社会生活的“想象”与上面的引用基本相同，这也反

映出那个时代中国 对原始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和一般民众

的社会生活的想象。从中，我们会发现或寻找出一个基本模

式，也就是说，无论这种记载或想象的真实性程度有多大 ，

它们的确是在制作了一幅关于“过去”的社会的图景，而这一

图景被认为是与“现在”的社会不一样的，即“过去的”或“从前

的”那个社会处于一种和“现在”完全不同的状态之中。简短

地说，过去是一个没有“秩序”的社会，而现在则是一个拥有

“秩序”的社会“。过去”和“现在”的关系是一种“二元对立”的

关系：如果过去是 的话，那么，现在就是 ，而不会 或是

其它。从总体上说，中国古代关于婚姻制度的传说或神话属

于“创世神话”的范畴“，过去”的“无秩序”状态经过某个或某

些“文化英雄”的神奇能力而“进化”到“现在”的“秩序”状

态。这与西方民族学家对“原始社会”的想象如出一辙，即，

在“文明”开始以前“，社会”是在一片“混沌未开”的状态之中，

无论在行为方面，还是在观念方面，似乎都显得那么“杂乱无

章”。仅举一个例子，《吕氏春秋》中记载当时相对于中原地区

来说处于“边缘地带”的周边地区的社会秩序时说道：

非滨之东，夷秽之乡， ⋯大人之居多无君；杨汉之

南，百越之际，⋯⋯缚娄阳禺萑兜之国多无君；氐羌呼唐

离水之西，⋯⋯突人之乡多无君；雁门之北，鹰隼所鸷，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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